一、了解粤商
狭义的粤商指广府商帮,广义的粤商则包括广东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海陆丰帮以及其余广东各地的商帮。它的变迁和发展趋势不仅对广东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对全国各地企业群体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从地域维度来看，粤商应该包含“粤地”、“粤籍”两个方面。所谓粤地，即在广东省境内经营的群体，这其中包括非广东本土人；所谓粤籍，即广东籍贯的商人在外地经营。粤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粤商又与晋商、徽商、苏商、浙商并称为中国历史的五大商帮。
从类型上划分，可以分为海商、牙商和国内长途贩运批发商三类。
形式丰富的海商：
广东海上专门从事经营海外贸易。明代海禁时他们从海商走私贸易谋生。开放海禁时他们就从事海上贸易获进出口生意。民风强悍的广东人，遇到外部刺激，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海商的形成，就是这种刺激的反应结果。海商商帮怎样形成的呢？明代嘉靖年间，实行海禁，不但禁止民间出海贸易，就连下海捕鱼等活动和沿海之间的交通也都被阻隔。如此严厉的海禁，怎么能不引起广东人强烈的反应呢？纷纷组织武装船队，采取武装贩运方式，来反抗。开海贸易后，更加壮大起来。
专事外贸的牙商：
牙商是广东商帮中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的商人。包括明代贡舶、市舶贸易的牙行商人，以及清代的广东十三行和晚清逐步形成的买办商人，是主持和操纵外来商船来广州贸易的商业团体，即牙行商帮。是封建社会长期流传下来的交易制度。是封建政府特殊的中间商人开设（官牙），或依靠地方封建势力开设（私牙）。康熙时期，发展形成为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商。所谓十三行，是经营进出口特殊机构的总称，实际上不一定就是十三家商行。
明代的广州，有“官牙”、“私牙”之分，他们的只能都是在对外贸易中充当中介人，从中收取佣金。经营方式：每当外国商船到达广州，牙商即以“评价者”身份登船估价货物，介绍买方，充当外商与国内批发商买卖的中介人，从中收取佣金，即“牙钱”，以获得30%-50%的利润。“无本万利”。
明代中期以后开始出现买办。最初的买办实际上是为外国商人服务的买办人或管事人，外商为生活方便，经广东府同意得以雇佣一些华人为他们服务，这些人就被称为买办，事务性雇员，同外商的商业贸易关系不大。鸦片战争以后，广东十三行被废止，外国商人变开始雇佣十三行牙商或其他人作为他们推销商品的代理人，仍沿称买办。既是雇员，又是独立的商人。
吞吐巨大的长途贩运批发商：
经营方式是到省外或省内的边远地区收购货物贩运回广州、佛山等中心市场，再通过牙商向外商批发，或是批发给当地零售商。同时，又把广州的货物贩运到外省，或在省内边远地区批发给当地的中小商人。
二、粤商历史与发展
自西汉开始，广州就成为南部中国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到了宋代，广州已成为“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明清时期，粤商主要是由广府商人和潮州商人所组成，粤商足迹遍布全国，他们所建立的广东会馆、岭南会馆、广肇会馆、粤东会馆、潮州会馆、嘉应会馆等在全国的地域分布相当广泛，明清时期，粤商更漂洋过海，广东会馆也逐渐遍及世界各地。粤商是最早走出国门、是对外贸易的先驱。广东会馆除集中分布在东南亚与美洲各国外，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也保留着不少广东会馆。从18世纪开始，广州作为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成为“洋船”必争之地，在1850年世界城市经济十强排名中，广州名列4强。确切的说，粤商的历史是从广东十三行开始的，广东十三行是清朝专门做对外贸易的牙行（明初再沿海地区设置的从事对外贸易的民间中介机构），十三行口岸洋船密布，再东亚、东南亚经商的欧洲公司几乎都和是单行有过贸易往来，由此可见它的繁盛。
粤商文化历史渊源深远，商业氛围浓厚。粤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毗邻东南亚、香港、台湾，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最早由广东进入，然后辐射全国。敏感、勤劳、刻苦、务实、低调，这些都可以在粤商身上体现。粤商在近现代来讲，都起到了一个引导潮流的作用。当然历史马上翻开新的一页，粤商能否在未来依然保持领先的位置，与时俱进将是粤商不断学习和探讨的课题。粤商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就在推动中国和世界工商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改革开放使粤商获得了新生，也是旧粤商和新粤商的分水岭，新粤商在继承传统粤商文化的同时，也融合了现代商业文明的特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粤商凭借特殊的地域和政策优势，加上聪明才智，迅速成为全国经济的领跑者。
三、粤商文化
广东民系包括广府民系、潮汕民系，客家民系、雷州民系、高凉民系，都以岭南为居地。（1933年，广东学者罗香林在《民族与民族的研究》一文首次提出了“民系”的概念，用以解释民族里头种种支派。罗香林意识到，汉族等庞大的民族，会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变迁，逐渐分化，形成微有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为描述这些亚文化群体，他首创了“民系”的术语。按照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它是指“民族”中的一个支派，支派内具有共同或同类的语言、文化、风俗，相互之间认同。它既有民族的共性，又有区分于同一民族中其他群体的个性。）在历史发展长河，他们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岭南文化及各个亚文化，即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雷州文化、高凉文化，各有自己文化特质和风格，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区域差异，使所在地区形成不同社会经济面貌，也是制约当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粤商文化主要三块：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
1.广府商帮
广府人精明开放，勇于冒险，接受新事物快，商业头脑发达。广府民系，指口语中的“广府人”，指的是广东省广州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具体范围是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以及香港、澳门，和其周边的粤西、粤北部分地区 ，海外分布于欧美、澳州、纽西兰、东南亚等地区，以粤语（广东话或称广府话，俗称白话）为母语，广府商会“广东省广府人珠玑巷后裔海外联谊会”。他们具有性格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识重，务实、精明、敢干、敢于创新等特点。偏重务实，更加信奉规范的经营模式。
2.潮汕商帮
潮汕人是指在广东最东端，包括潮州、汕头、揭阳、汕尾地区的人。潮汕临海，大多从事商贸活动，具有典型的海洋性格和文化，其侨居地区分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东南亚，被称为“东方犹太人”，他们特别善于经营，富有创业精神，老乡认同感极强。潮汕也不单指“潮汕地区”这一概念，因为“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潮汕人爱行闯天下的个性使潮人遍及五湖四海，故有“三潮汕”说，即“本土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海内又一潮汕”，而恰巧三个潮汕的人口也都在一千万左右，但无论几个潮汕，本土潮汕始终是数千万潮人根的所在，梦的归宿，而海内外难以计数的潮州会馆（同乡会）正是连结这一血浓于水的亲情的驿站。
潮汕商帮“抱团”意识最为鲜明，讲究相互扶助。据说任何一个潮汕人，只要会讲潮汕话，如果没有工作，去找潮汕老板的话，基本能做到找3个老板，有2个愿意提供工作，足见潮商的抱团文化心理基础。
具冒险精神，善于用独特的视角去把握、创造商业机会。
3.客家商帮
“客商”是客家人中的商人。一支以民系命名的商帮。客家人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的民系之一。至现代，客家商帮(简称"客商")已经超越传统商帮的内涵，演变为全世界客籍实业家的组织,客家商帮及其成员在近现代史上有重要影响，对其形成演变以及历史影响的研究有助于当前商业文化建设和儒商文明的弘扬，对国家安全体系的构建也有积极作用。这个民系命名的商帮，以福建、广东、江西三地的商人为主，背后是遍布全球的1亿多客家人。这种突破地域界限的商帮，以文化为纽带，保留着中原文化，崇尚诗礼传家。客家先民原本是中原人，多为贵族后裔，东晋以后为避战乱南迁，主要聚居于闽南和粤东。"客商"大概成形于明中期以后，成熟于清康乾以后。根据地域特色，"客商"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是闽南"客商"，从漳州出海，到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做生意，代表人物为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二是粤东"客商"，从汕头出海，到东南亚，代表人物是张裕集团的张弼士。几次历史的大迁徙中，客家人在颠沛流离、艰苦生存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品质，既传承了原有的中原氏族文化，又从中淬炼出了万难不屈、刻苦勤俭，开拓进取、重伦理、尚教育的精神。这种精神对客商的人格塑造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守望互助，共同守护精神家园。 
客家人尊师重文，宗族观念强，其经商以吃苦耐劳著称。客家人分布于广东、江西、福建、台湾、广西、湖南、四川、海南、贵州等地。客家先民来自中原，为逃避战乱迁徙过来。客家人最重群体精神，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会馆一类团体组织，来保护客家人的安全和群体利益。
近代粤商第一人张弼士是客家人杰出的代表，他下南洋、办实业、搞航运、开铁路，创立了历经百年不衰的“张裕葡萄酒”著名品牌，恣意驰骋、引领潮流，树立了客商商业的文化精神，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就是早期客商的代表人物；“化工大王”田家炳，“领带大王”曾宪梓，“东南亚钢铁大王”何侨生，“毛衫大王”吴惠权，“国货大王”余国春等则是当代客商翘楚。（课中作业：讲述三类粤商的代表人物的故事）分组找人讲
儒家文化浸染深厚，注重以德生利，相信天道酬勤，勤勉和道德的色彩更为浓重。  
三个商帮：广府商帮更注重实业！潮汕商帮更注重商道！客家商帮更注重人文
客家人的文化情怀：客家商帮虽然做生意赚钱，但他们骨子里崇尚的是人文情怀。他们内心觉得做生意是不得已的谋生手段，因为客家人的处世之道是典型的汉人传统价值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如李光耀的祖父给李光耀的定位就不是做老板，而是读书，叫他学习西式教育，而他的父亲叫他学习中式教育。根据《李光耀回忆录》和英国作家亚历克斯所写的 《李光耀传》，我们可以大致领略了客家人奋斗的心路历程——李光耀自己努力学习了马来语、英语、日语，在1954年成立行动党后学习中文，目的就是融入当地社会各个圈子，积累庞大人脉，为后来成为世界级领袖奠定了基础。他是客家人，可他演讲时要么说英语，要么说闽南话，为的就是赢得福建人占主导的当地华人社会的支持。
客家人的国家情怀：客家巨商的国家情怀都很浓。中国北方雾霾严重，“汉能大了，雾霾就少了。”中国新首富李河君提出的这一广告语折射出极深的国家情怀。曾宪梓反对“港独”是出了名的，一遇背离祖国的言行，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和驳斥。
客观地说，客家商帮也许不是实力最雄厚的，但一定是最爱国的。抗日战争中，与日本侵略者拼得最凶的就是广东客家籍战士，全国阵亡将领少将以上（含追授）200多位，而广东22位阵亡将领中客家占14位。淞沪会战谢晋元将军率孤军留守上海，以一当百与数倍自己的日军血战，更不用说叶帅与其他更多毁家纾难的客家人。以天下为己任，“言商向儒”是客家商帮的商道！
客家人的儒商情怀：客家人相信“读书钱，代代钱；生意钱，日日钱”，“客商”从商本身就带着强烈的矛盾心理，既有着儒家的正统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古商儒不双兼”，但同时又必须面对现实。
有人文专家观察过，“客商”成功后，大多从政，或投资文化产业，以圆其从文致仕之梦。而且“客商”带回家的钱大多用于公益文化事业。而这正是儒家的一种体现。可以说“客商”大多都有一种儒家的济世情怀，是典型的“儒商”。
四、粤商性格地图
1.流变与跃进，引领时代的弄潮儿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佛山等沿海开放城市经济迅猛发展，广东成了国人向往的地方。孔雀东南飞，全国各地的人才和北方农村的闲散劳动力一起，竞相赶往古时的"百越之地"淘金。在时代的流变与跃进中，广东商人成了引领时代的弄潮儿。
广东历史上并不发达，这块地域古代之所以被称为百越，是因为那里百族杂陈，栖息在那里的居民被中原人不太客气地称作"南蛮"。史载，始皇帝灭六国后才将百越纳入版图。至唐宋元明历代，那里是官员遭贬谪后发配之地。到了清朝中后期，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广东沿海逐渐发展起来，但那里的通商活动常常又与"海盗"联结在一起。
另一方面，边远也有边远的便利之处，正因管辖不是很苛刻，清末民初的广东才成了思想自由、民心解放的源地。近代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说明了广东人"敢想敢干，敢作敢为"。在南洋开发中，广东还成了中国著名的侨乡。自古以来，漂落到海外的广东人数量占侨民的比例最大，达30%以上。他们发扬了广东人的经商天赋，并为此后粤商的发达准备了资本和经验。在闯荡世界的过程中广东人的商业思维越来越敏锐，好做生意，善于赚钱。从某种意义上说，广东人是属于海洋的族群，充满朝气与活力，头脑灵活，富裕毛线和开创精神，敢为天下先，“敢”即大胆，别人不敢干的事我敢干；“先”是先行一步，争取第一，只有“先”了才有意义，才能主动。
不知从何时起，广东味的普通话成了受国人追捧的语言，比北京话和上海口音更被国人青睐，原因主要就是广东发展得太快，那里的经济和香港的国语剧目一起，冲击着人们的视听。一听到广东味的普通话，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和财富、新潮时尚联系到一起。广东历史上主要有三大方言∶粤语，潮汕话，客家话。
2.依托大海，开拓疆域，逐鹿商场
广东位处岭南，山地多平原少，好的是平原地区河川交错，交通便利，且面向海洋，有丰富的海产品和林果产品。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珠江三角洲早期比较发达的农业。农业的发达为当地人脱离土地从事商业提供了前提。然而，农业在岭南经济中的比重并不大，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小。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岭南人的重商思想。
鸦片战争后，广东对外贸易的门户最早被打开，经商带来的丰厚利润诱使人们纷纷从土地中游离出来投身于商海，从商队伍日益壮大，农业人口逐渐减少。清朝中后期，仅潮州一地的非农业人口就有10万户之多，经商在平民中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那些即便仍在从事农业的生产者，也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自然经济中的务农者，而是以商业头脑经营着农业的两栖业主。史料中说，当时"务农者少，即有肥美之田，多种荔枝、龙眼、蒲葵之属。以其获利颇赢，非若稼穑之力苦而利微也"。可见，商品意识已经渗透于整个岭南社会之中。即便那些吃皇粮的官人，也纷纷跳进商海，他们或弃官从商，或亦官亦商。正如屈大均所言∶"无官不贾，且又无贾而不官。"
襟山带海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文化氛围，培育了岭南人强悍坚韧、敢于冒险、勇于任事、大胆革新、追求自由的精神特质。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历史上，广东人创下了许多第一∶率先引进外国军事技术、仿造火轮和制造水雷的是番禺的梁仕成;制造我国第一架照相机的发明家是南海市的邹伯奇;第一个著名的铁路工程师是南海市的詹天佑;中国第一家电灯公司的创始人是台山县的黄秉常;中国第一家火柴厂的创办人是肇庆的卫省轩;第一个留美大学生和首次率领留学生赴美的人是珠海的容闳……
在新时期的中国商业版图上，广东人当中同样涌现出了一流的商业才俊，任正非、李东升、马化腾、何享健、王石……他们以广东人的智慧和耐力逐鹿商场，在不同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3.在商言商，对政治的淡漠与对利益的热衷
广东人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认定政治太空、太虚，太不可捉摸、太枯燥无味，与其与人钩心斗角搞政治，不如一门心思赚钱来得实在、踏实。在广东就曾流传这样一个笑话∶某学生在校不好好学习，其母就吓唬说∶"再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去当官去。"可见，当官在广东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广东人对政治的淡泊由来已久。宋代周去非对这种文化心态有过精确的评述。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广东人"去朝廷远，人绝荣望，唯知利之为权利耳"。也就是说，岭南人重利而轻仕。
岭南人之所以出现这种倾向，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商业贸易发达，求利易。商业活动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这价值取向必然疏远政治，在日常生活中淡化意识形态。商业活动讲求等价交换、平等竞争和私有权的保护，所以，商业精神必然与封建的等级专制相对抗。在儒家文化看来，"士农工商"这唯求内在心境。降及近代，由于岭南走在我国资本主义发展前列，又由于交通的发达与信息传播的灵便，岭南得以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岭南土人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对国家民族的兴衰表现出了巨大的责任感与奉献精神。这固然是岭南的骄傲，但另一方面，在市民社会里，从人们不规范（非理性）的、充满情欲的、追求个人自适与写意的俗世生活中，我们又仍可以看到古今岭南在文化风貌上的承传性。至于如海外许多华人在世界各地做生意的做得很成功，读书做学问的做得很出色，但对政治与仕途却敬而远之，这种风尚兴许也是岭南遗风吧!
政治是什么东西?按广东人理解，政治即意味着"大而空"，意味着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结果。所以，政治对务实重利的广东人来说，既显得那么遥远，又那么无用。他们起早摸黑，忙忙碌碌，无非就是为了多赚几个钱，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政治。政治只是大人物的事，趁着年轻，乘着开放的机会多捞些钱，那才是正经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老先生这句话，广东人最为认同，理解和行动得也最为彻底。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富了，但富裕的广东人仍未对政治表现出太多的兴趣。这一点与近在"天子脚下"的北京人截然不同，北京商人热衷于谈论政事，大多有"红顶"情结，广东商人却只有挣钱"情结"。在明清涌现的十大商帮中，粤帮商人与徽商也不同，粤商多为纯粹的民间商人，与政治少有联系，也没出过大的官商，但徽商是亦官亦商，官商一体。他们或是官商，或与官商不分。
就商人而言，过分关心、迷恋政治，势必导致对市场的木讷和迟钝。广东人问什么不能干，除了不能干的全去干;北京人问什么能干，能干的还要看一看。看什么?看政治动向和政治气候，看是否符合上面的政治意图。这种"政治意识"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广东人的金钱观念很强，生活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赚钱。由于目的单一，方向一致，使广东人在行动中少了一些盲目与动摇，多了些动力与恒心。他们是谁的钱都敢赚，外国的、中国的，外省的、本地的，山上的、水里的，总之，只要有钱赚，什么事都可以干。
广东人这种商业意识和经商能力，是长期受岭南商业文化的熏陶形成的。
广东人言必称商，言必称利，人人皆商，全民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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